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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法律智能系统的逻辑推理
和论证说理

刘东亮*

内容提要 法律智能系统运作逻辑的合理性，是取得当事人和公众信任的

基础，也是其决定具有正当性和可接受性的重要根据。传统的基于规则的专家

系统，其逻辑根基是演绎推理。基于案例的推理的专家系统，底层逻辑是类比

推理。使用大数据技术的智能系统，属于“基于计算模型的推理”。在处理广

泛存在的模糊性问题时，智能系统会运用到模糊推理和模糊逻辑。由于新一代

智能系统多采用混合技术路径，上述推理方式可以并存。鉴于价值选择和价值

判断是现阶段计算机能力的短板，智能系统尚无法像人类一样展开情理法兼容

的论证，解决出路是将论证的复杂要求“降维”成解释，即非正式的说明理由。

可以合理预见，法律智能系统的发展方向是“人机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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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为什么研究智能机器的逻辑

人工智能（AI）技术正在向法律领域全面渗透。尽管在司法领域，尚未有真正的“阿

尔法法官”（Judge Alpha）出现，智能系统的作用还主要是辅助办案，(1) 但在行政领域，各

种形式的“自动化决策系统”（automated decision systems）早已得到广泛运用。(2)

法律智能系统的落地应用，在带来便捷和高效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某些疑

虑。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清楚这些复杂的机器究竟是如何作出决定的。诸如“人

工智能的算法本质上是黑箱”等似是而非的说法，更是无形中加重了人们的心理负担。

不难设想，如果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些机器是如何作出决定的，无论其外在表现看起来多

么“智能”，我们都无从确定能否信任机器，也无法接受其决定。而可接受性是一切法律

决定的生命。法律决定可接受性的基础，除了程序正当性之外，还端赖其逻辑合理性。

尤其是，在法律智能系统瞬间即可作出决定，程序的时间和空间要素都被大幅度压缩的

情况下，逻辑合理性就成为首当其冲的重要问题。正因为如此，有些国家或地区的法律，

如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 13 条要求，自动化决策的主体必须为当事人

提供决策的相关逻辑和实质性信息。 

从技术角度来说，逻辑的重要性亦复如是。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曾指出：“任何

为人类所使用，特别是为控制复杂过程而建造起来的人造自动化系统，一般都具有纯粹

逻辑的部分和计算部分。”(3) 在人工智能的研究中，逻辑作为描述和模拟人类思维的工

具，成为重现智能的手段。(4) 具体到法律智能系统，其核心问题即法律推理的逻辑表示问

题。(5) 那么，照此而言，法律智能系统作出决定时遵循什么样的逻辑？此种逻辑和普通形

式逻辑（经典逻辑）相比，特别是和法律逻辑相比，究竟有无不同？这是要我们相信并

接受法律智能系统的决定之前必须厘清的问题。

二、研究机器逻辑的前提问题：法律逻辑之检视

比较应有明确的参照。在我们分析智能系统的逻辑之前，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法律

逻辑。不难理解，AI 终究是一种服务于法律实践的技术手段，如果对法律实践本身的规

律缺乏了解，特别是对法律逻辑的本质特征没有充分认识，人工智能的加入不仅无助于

实现法律公正，反而有可能治丝益棼、添堵又添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技术专家指出，

(1)	 以“206 系统”（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为例，该系统的定位即是作为司法人员的“AI 助理”。参见崔亚东：

《人工智能与司法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04 页。

(2)	 See Danielle K. Citron, Technological Due Process,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85:1249, p.1252 (2007).

(3)	 ［美］冯·诺伊曼：《计算机与人脑》，甘子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1 页。

(4)	 参见雷英杰、路艳丽、王毅、申晓勇：《模糊逻辑与智能系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66 页。

(5)	 参见熊明辉：《法律人工智能的推理建模路径》，载《求是学刊》2020 年第 6 期，第 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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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逻辑的研究水平决定了法律智能系统的研发水平。(6)

研究表明，法律逻辑是受实践理性支配的实践逻辑（practical logic），其分析和评价

的对象是法律实践中的推理与论证。这种鲜明的实践性本质生发出法律逻辑的各项特

征，并使其与体现人类纯粹理性、适用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等先验领域的普通形式逻辑区

别开来。(7) 关于法律逻辑和形式逻辑以及三段论三者的关系，可用图 1 表示：

法律逻辑

形式逻辑

（三段论）
简单
案件

法

律

案

件

图 1

概言之，法律逻辑、法律推理和论证具有以下几项特征：

1. 法律逻辑包容价值判断。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指出：“在法律学中展开逻辑论证

的三段论，关键的问题几乎都集中在如何决定大前提上。此处所谓的大前提与数学中的

公理不同，它可以被法学界改变……”(8) 事实上，不仅法律规范存在价值判断，在确定小

前提时，对事实的描述和认定也常常蕴含有价值判断（比如“他偷走了那笔钱”，这一事

实描述包含着“他不应当拿走那笔钱”的道德批判）。比利时法学家佩雷尔曼（Chaim 

Perelman）说得更为干脆，“法律逻辑根本离不开价值判断”(9)。也就是说，法律逻辑并非

像我们通常所设想的“将形式逻辑应用于法律”。如果问题关系到法律的内容而非形式

推理，形式逻辑就无能为力；形式逻辑也不能帮助消除法律中的矛盾和填补法律中的空

隙。(10) 由于法律推理的大小前提和结论通常都含有价值判断，因而，法律逻辑属于“道

义逻辑”（deontic logic）(11)，其评判的对象是伦理行为和规范命题（义务、许可、禁止等），

与道德哲学存在密切关系。

2. 法律逻辑允许推理结论的非唯一性。由于法律推理的前提通常都蕴含有价值判

断，而价值判断具有多元性，各种不同意见可以同时是合理的。易言之，在一个多元的世

界中，价值判断的准则是“合理的”“可接受的”等原则，因而，法律问题往往没有唯一

“正确”的答案。按照佩雷尔曼的说法，法律推理主要是实现不同价值判断之间的“综

合与平衡”，即由法官通过对自身决定的论证，给出正当性理由，以说服作为直接受众的

(6)	 参见华宇元典法律人工智能研究院：《让法律人读懂人工智能》，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54 页。

(7)	 参见刘东亮：《行政行为如何说理：事实、规范和决定的法律证成》，载《法治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136 页。

(8)	 ［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申政武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37 页。

(9)	 See Chaim Perelman, The New Rhetoric and the Humanities,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8.

(10)	 参见沈宗灵：《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律思想》，载《法学研究》1983 年第 5 期，第 78 页。

(11)	 参见周祯祥：《道义逻辑——伦理行为和规范的推理理论》，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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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和不在场参与的社会公众（实际的最终裁判主体）。(12) 因此，法律推理可以归结

为著名数学家波利亚（George Polya）所说的“合情推理”（plausible reasoning），它与适

用于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受形式逻辑支配的严密的“论证推理”相对应，并相互补充。(13)

3. 法律逻辑承认推理结论的“可废止性”。从概念上看，法律推理过程所使用的

前提的“真”（true），虽然表面上与形式逻辑使用相同的术语，其真实含义却是“证成”

（justified）。当新的信息补充进来后，原来的证成可能会失去效力。因此，由于法律规范

的开放性和法律事实的建构性，法律推理的结论是可废止、可逆转的。这就意味着，法律

逻辑是一种非单调逻辑，与形式逻辑中演绎推理的单调性有明显不同。

4. 法律逻辑评判法律推理与论证的强度和可信度。法律论证所追求的目标，并非普

通逻辑学意义上论证形式的有效性（valid argument）和论证结果的可靠性（soundness），

而是追求“强论证”（strong argument）与“可信度”（cogency）。因为在法律推理过程

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前提和结论之间无法做到 100% 确定的必然联系（很多时候也无

必要）。这意味着，法律推理属于非必然性推理，法律论证也只是一种“强论证”。如果

按照形式逻辑的标准，“强论证”实际上属于“无效论证”。但是在法律实践中，我们把

前提可为结论提供支持的程度达到某种法定标准的强论证称为“有效论证”，意指我们

整体上认可这一论证。同样，在论证结果的真实性上，法律逻辑要求的并不是“可靠性”

而是其“可信度”。在人类认知能力有限且受到法律程序制约（如时限要求）的情况下，

具有一定可信度的论证结果，虽然无法绝对排除出错的可能，但却是可接受的。(14)

法律逻辑的上述诸项特征（不完全归纳），皆源于法律的实践性本质，是法律的

实践性在不同侧面的体现和反映，它们共同构成法律智能系统的设计约束（design 

constraints）。这些约束条件不仅框定了法律智能系统的能力范围，亦成为分析其底层逻

辑的参照标准，可以据之评判智能机器的决定是否具有可接受性。

三、法律智能系统的基本推理方法

新一代法律智能系统往往集成了包括专家系统、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等在内的多种

人工智能技术，也就是说，实践中已广泛采取混合智能方法，因此，我们可按照技术发展

的时间脉络，对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智能系统及其运用的基本推理方法进行逐个分析，

以求在“解剖麻雀”的基础上，更深入地理解新一代法律智能系统的总体运行逻辑。

(12)	 参见前注 ⑩，沈宗灵文，第 75-78 页。

(13)	 “合情推理”是指合乎情理的推理，又称“似真推理”，它是借助于观察、猜测、比较、联想等方式认识事物、发现真理的

推理形式。合情推理在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中都有广泛运用。波利亚特别指出，法律上的案情论证属于合情推理。

参见［美］G·波利亚：《数学与猜想：合情推理模式》，李心灿等译，科学出版社 2019 年版，“序言”。

(14)	 关于论证的“有效性”“可靠性”“强度”和“可信度”的含义及其区分，参见 Frances Howard-Snyder, Daniel Howard-

Snyder & Ryan Wasserman, The Power of Logic,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2013, p.4-50。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新一代法律智能系统的逻辑推理和论证说理

149

（一）传统的专家系统：基于规则的推理

在研究人工智能时，我们总会遇到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什么是智能，它是如何产生

的？从信息科学的角度而言，智能的生成离不开信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维

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信息转换的过程。根据信息转换原理，智能的生成路径是“信息→

知识→智能”，即先从数据中获取信息（what），从中提炼知识（why），进而激发智能决策

（how to do）。(15) 人工智能面临的挑战是通过机器模拟人类智能，这需要首先将信息转换

成知识，再将知识有效组织、关联起来，然后运用自动化推理作出决策。

1. 专家系统的核心机制：知识表示与推理

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史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概括的以演绎推理为主的形式逻

辑、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及其对归纳法的研究，都对 AI 的技术路径

产生了重大影响。19 世纪数理逻辑的发展和 20 世纪 40 年代电子计算机的问世，使得人

类很早就有的借助机器执行自动化推理的梦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

1956 年夏，由西蒙（Herbert A. Simon）和纽厄尔（Allen Newell）带到达特茅斯会

议上，通过选择性搜索解决非数值问题的“逻辑理论家”（Logic Theorist），是首个使用逻

辑公理进行推理的计算机程序；二人其后不久开发的针对非特定主题的“通用问题求解

器”（GPS），被称为第一个“像人一样思考的程序”，由此开辟了以前只能由人类智能完

成的任务可交由机器自动化操作的道路。(16) 西蒙等人因使用符号逻辑作为模拟人类智

能的方法，因而被称为人工智能的逻辑主义或符号主义学派，并长期一枝独秀，成为人工

智能的主流派别。

逻辑主义学派将逻辑视为人工智能的基础。该学派的突出成就是研发出了适用于

各特定领域的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s）。在大数据时代到来之前，专家系统因其在计算

机科学和现实世界的贡献而被视为人工智能领域最成功的应用。专家系统最强大的理

论基础来自亚里士多德建立的逻辑前提。亚里士多德、笛卡尔等人的理性主义哲学强调

在理解世界时推理的力量，并认为正是人类具有的推理能力将人类与所有其他生物区别

开来。任何建立人工智能机器的尝试都离不开这种推理能力。

当然，单有以逻辑规则为基础的推理是不够的，知识才是智能的核心和基础。如果

缺少构成推理之大前提的知识，就不足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任何问题。自 1970 年以后

人工智能从对一般思维规律的探讨转向以知识为中心的研究以来，专家系统的研发在多

个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各种不同功能、不同类型的专家系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产

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专家系统的核心机制可概括为“知识表示”与“推理”。反映在构造上，专家系统

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核心组件：知识库和推理机。知识库（knowledge base）是按照一定

(15)	 参见钟义信：《信息科学原理》（第 5 版），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41 页以下。

(16)	 参见［美］赫伯特·西蒙：《科学迷宫里的顽童与大师：赫伯特·西蒙自传》，陈丽芳译，中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45-283 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中国法学 2022 年第 3 期

150

方式存储在计算机系统中的知识集合，它也是特定领域人类专家经验知识的集合，其中

存在大量使用启发式方法（heuristics）从专家经验中提炼出来的“if-then”规则，这些

规则被称为“产生式规则”（production rule）。产生式规则是一种通用的表示世界的方式，

也是人类进行问题求解的基本范式。产生式规则具有固定的格式，每条规则都由前提和

结论两部分组成，因此它非常适合表达具有因果关系的过程性知识。推理机（inference 

engine）链接知识库中的规则和综合数据库中的事实信息，一旦适用条件相匹配就触发

推理机制执行推理，然后由机器按照输出的推理结论（决策结果）付诸行动。(17)

相比较而言，知识（库）是提升专家系统能力的关键。(18) 无论是传统的知识工程

（Knowledge Engineering），还是新一代知识工程技术（知识图谱），都是围绕知识的获取、

表示和应用来构建知识库。在构建知识库时，产生式规则是最常用的知识表示方法，专

家系统因而又被称为“基于规则的系统”（rule-based systems）或“基于知识的智能系统”

（intelligent knowledge -based systems）。(19) 由于产生式规则的一般形式是“if-then”，这使

得其天然适合解决法律领域的问题，特别是用于处理涉及成文法规则的问题。这也是为

什么人工智能研究在曾经两度陷入“寒冬”的曲折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研发法律专家系

统仍然充满热情、锲而不舍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产生式系统中的知识单位是产生式规则，这种知识单位由于太小而难以处理

复杂的问题。也就是说，基于规则的法律专家系统只能用于处理简单案件。如图1所示，

可以用三段论直接处理简单案件，但是一旦法律规范与个案事实之间存在落差与断裂，

单靠三段论就无能为力。从技术角度讲，不存在一组“if-then”规则可以将人类行为完

美地简化，即使有成千上万条规则也难以完全涵盖复杂的案件情形。并且，由于存在“收

益递减效应”，一小部分规则处理了大部分问题空间，需要添加更多的规则处理特殊情

况。易言之，在构建专家系统时，10% 的规则涵盖了 90% 的问题空间，其他 90% 的规则

用于处理例外。(20) 显然，收益递减效应最终会产生约束作用。这也说明，很多基于规则

的专家系统看似功能强大，但受限于以三段论为主的推理形式（“if-then”+事实⇒结论），

实际上只能在明确定义的、有限的领域内解决问题。

当然，即便如此，在实践中推广法律专家系统的意义仍然十分重大。例如，有法官表

示，很多信用卡违约案件，除了违约主体和金额不同，案件的其他特征并无本质差异，完

全可以运用智能系统批量处理。此类简单案件或者纯粹程序性事务交由智能系统进行

处理，可节省大量低层次、重复性劳动，为法官腾出时间和精力专注解决复杂、疑难案件

创造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当下“案多人少”的矛盾与困境。(21) 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

(17)	 除了知识库和推理机，专家系统的另一重要构件是综合数据库，又称为“事实库”“黑板”，用于存储推理过程中需要

的原始数据、中间结果和最终结论，它往往作为临时的存储区。此外还有用户界面、解释器等子系统。

(18)	 参见［美］史蒂芬·卢奇、丹尼·科佩克：《人工智能》，林赐译，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50 页。

(19)	 参见［美］罗素、诺维格：《人工智能：一种现代的方法》，殷建平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3 页。

(20)	 参见前注 ⑱，史蒂芬·卢奇、丹尼·科佩克书，第 199、208 页。

(21)	 参见熊秋红：《为法官减负 为司法提速——如何破解“案多人少”的司法困局》，载《人民论坛》2019 年第 2 期，第

74-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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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系统是程序繁简分流的助推器，并有助于开展更高层面、更广范围的司法改革。

2. 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的底层逻辑：演绎推理及其他推理形式

由于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是根据“if-then”规则进行推理，因此，其底层逻辑属于

演绎推理。但要真正弄清楚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的逻辑基础，还需要深入分析其问题求

解过程。

专家系统运用产生式规则进行求解，是一个不断从规则库中选取可用规则与数据库

中的已知事实进行匹配的过程，规则的每一次成功匹配都使数据库增加了新的内容，并

朝着问题解决方向前进了一步，直至数据库中包含了问题的解，则程序终止。以早期的

沃特曼专家系统（W-LES）为例，该系统从法律专家处理产品责任纠纷的经验中提炼启

发式规则并用“if-then”形式来表示，推理引擎循环执行这些规则，测试是否有任何可能

触发规则，也就是说，规则的条件是否满足数据库中代表当前问题的事实。如果答案为

是，适用的规则就会触发，并将其推断结果添加到数据库中。推理引擎反复循环执行其

规则，直到无合适的规则可适用为止。(22)

从上述过程可知，基于规则的法律专家系统，其逻辑根基是演绎推理，但同时也存在

非演绎的因素。演绎推理仅体现在推理引擎运作的一个环节，即“if-then”规则的运用

上。在构建知识库和数据库时，在利用法律专家的经验认定事实或解释成文法而提炼规

则时，不可避免也会运用到归纳推理、反向推理、当然推理、设证推理等法律实践中常见

的推理形式。前文指出，在利用专家的经验性知识提炼产生式规则时，很多时候使用启

发法。启发法属于“经验法则”，其特点是根据必要非充分条件进行猜测和试错。这种

方法很有用，但由于其不精确性而不能保证必然产生正确的结果。(23) 这表明，在这个证

立产生式规则之前提（“if”）而类似法律论证理论中“外部证成”（External justification）

的环节，推论结果存在不确定性。(24) 当然，这并不违反前文所述“法律推理是非必然性推

理”的属性。可以说，尽管一个设计良好的基于规则的法律专家系统，可以被视为一个

集众多法律专家之智慧于一身、近乎完美法律人的“化身”，(25) 但法律专家系统仍然存在

无法消除的局限性，其决策结果仍有出错的可能。

（二）CBR 专家系统：基于案例的推理

早期的专家系统，除了使用产生式规则进行知识表示之外，另一种常用的知识表示

方法是“框架法”。这种知识表示方法的优势是可将文本中的非结构化数据表示为结构

(22)	 参见［美］凯文·D. 阿什利：《人工智能与法律解析——数字时代法律实践的新工具》，邱昭继译，商务印书馆 2020 年

版，第 11 页。

(23)	 See George Polya, How to Solve It: A New Aspect of Mathematical Metho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12; Judea 

Pearl, Heuristics: Intelligent Search Strategies for Computer Problem Solving, Addison-Wesley, 1984, p.86-103.

(24)	 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84-285 页。

(25)	 以“206 系统”为例，参与该系统研发的除了 300 余位科大讯飞公司技术人员，还有 400 余位来自上海公检法司各机

关的业务骨干，他们负责提供系统所需要的专家经验。根据专家经验制定的“证据标准指引”，涵盖上海 71 个常涉罪

名，共形成校验点 12989 个。可以说，这一重大成果是由上海市公检法刑事业务专家的智慧、汗水凝结而成。参见前

注 ①，崔亚东书，第 100、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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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信息，从而为构建“基于案例的推理”（case-based reasoning）的专家系统（以下简

称 CBR 专家系统）提供了可能。CBR 专家系统亦因此成为一种独特的专家系统类型。

1.CBR 专家系统的工作原理

人脑和计算机的工作原理不同，它不需要“精确计算”问题的答案。(26) 人脑的工作

方式，除了依赖以模糊逻辑和概率算法为核心的“软计算”（soft computing），(27) 另一种

重要方式是使用存储的记忆作出反应（即所谓的“模式识别”）。大脑皮层通过记忆、反

馈，形成“恒定表征”（invariant representations），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建立并存储一个

有关世界的模型。在特定的场景中，在外部信息的刺激下，人脑通过自联想记忆（auto-

associative memories）唤醒过去存储的模型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28) 易言之，当人们遇到

一个新问题时，总是先进行回忆，从记忆中找到一个与新问题相似的案例，然后把案例中

的知识复用到新问题的求解之中。CBR 专家系统即是对这种求解方法的模拟。

CBR系统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29) CBR的研究历史与基于规则的推理、

神经网络等相比要短一些，但是其发展却相当迅猛。至今，CBR 已成为人工智能较为成

熟的一个分支，尤其是在法律和医学领域，CBR 专家系统的优势十分明显。 这是因为，

CBR 特别适用于没有很强的理论模型、规则性知识不完备但人类经验知识丰富的领域。

如果领域规则难以形式化、问题描述不完整或者问题求解需要的知识超出了现有的知识

储备范围，都可以考虑使用这种方法，参考诸多既有案例进行推理。比如，1986 年，马萨

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计算机科学教授利斯兰（Edwina L. Rissland）和其博士生阿什利

（Kevin D. Ashley）合作开发了基于案例和假设进行法律推理的“海波系统”（HYPO）。

这是第一个利用案例建模法律推理的专家系统。后来，阿什利等人又在海波系统的基础

上开发出升级版的 CABARET 系统和 CATO 系统。(30) 又如，1978 年，我国开发出第一个

中医学专家系统“关幼波肝病诊疗程序”，临床验证获得满意效果。(31)

不难理解，CBR 专家系统是另一种形式的从经验中学习的基于知识的系统。只不

过，它使用的知识不是既定的规则而是案例，这决定了 CBR 专家系统的核心组件是案

例库。(32) 在构造案例库的过程中，案例的表示方法非常重要。案例表示也是对知识的

(26)	 冯·诺伊曼指出，人脑的语言并不是数学的语言，而是统计学的语言。人类神经系统对精确度的要求并不高。参见前

注 ③，冯·诺伊曼书，第 71-77 页。

(27)	 See Lotfi A. Zadeh, What is Soft Computing, Soft Computing, Vol.1, Preface (1997).

(28)	 See Jeff Hawkins & Sandra Blakeslee, On Intelligence: How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Brain Will Lead to the Creation of 
Truly Intelligent Machines, Times Books, 2004, p.72-119.

(29)	 CBR 的早期研究，主要得益于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柯洛德纳（J. L. Kolodner）在认知科学方面的推动，而柯氏的

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从律师分析案件的过程受到启发，即根据先例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See Janet L. Kolodner, An 
Introduction to Case-Based Reaso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view, Vol.6:3, p.3-34 (1992).

(30)	 See Edwina L. Rissland & Kevin D. Ashley, Hypotheticals as Heuristic Device, Strategic Computing - Natural Language 

Workshop: Proceedings of a Workshop Held at Marina del Rey, California, May 1-2, 1986. 

(31)	 参见《关幼波肝病诊疗程序诞生始末》，载北京中医医院官网，https://www.bjzhongyi.com/gzb_mygs_detail/4656.html， 

2021 年 8 月 8 日访问。

(32)	 案例库的结构表现为案例的索引和案例的内容两大部分。案例索引是提取案例的特征并进行适当编排以便将来进行

检索。案例的内容包括问题或情景描述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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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是用一些约定的符号把知识编码成计算机可识别的数据结构。案例表示有不同

形式，不同表示形式产生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合理的案例表示可以使问题求解容易且

高效；反之，则会导致求解的麻烦和低效。因此，研究案例表示方法的案例工程（case 

engineering）成为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领域。(33) 1975 年，曾经参与发起达特茅斯会议的

明斯基（Marvin Minsky）创立了“框架理论”（Frame Theory）。(34) 借助于描述对象某一

方面属性的槽（slot）、侧面（facet）和属性值（value），框架法可以把知识的内部结构显

式地表示出来。由于这种结构化的知识表示方法可将案例文本中的非结构化信息有效

地组织、关联起来，因而成为案例工程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当然，框架法也有不足之处，

它不善于表达过程性知识，需要与产生式方法及其他更具有灵活性的、特别是辅助自然

语言理解的语义网络表示法、脚本表示法等结合起来使用，以取得互补效果。

应当说，基于案例的推理作为一种方法论是合理的。客观世界具有一致性

（regularity）和重现性（reproducibility），相似条件下会产生相似结果。“历史虽然不会简

单重复，但总是惊人的相似。”相似性原理（相似问题具有相似解）因而成为 CBR 的基

本假设，这与法律领域“同案同判”的理念天然契合。CBR 法律专家系统的构建，也符

合当今世界两大法系逐渐融合的趋势。中国目前推行的指导性案例制度亦为其研发和

应用提供了坚实基础，诸如类案检索与推送、辅助裁判、裁判质量的监督检验等，都可以

通过 CBR 专家系统得以实现。

2. CBR 专家系统运行的关键：案例检索和相似性度量

CBR 系统的工作过程，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案例的检索（retrieval）、复用（reuse）、

修正（revise）与保存（retain）。也就是说，首先需要从存储的案例库中找到最相似的案

例，然后在当前问题情境下，复用相似案例的解决方案。如果复用产生的求解结果不好，

则需要根据当前问题和过去问题的差异对解决方案进行调整。若修正后的解决方案得

到适当确认，新方案将作为新案例保存到案例库中以备将来使用。这四个阶段完整体现

了 CBR 专家系统的工作过程，因此被称为“4R 过程”。(35)

在 4R 过程中，关键的一个环节是案例检索，即发现与当前问题最相似的案例，这直

接决定了最终所选择的解决方案的质量——只有找到“同案”才能作出“同判”。然而，

正如莱布尼茨所说，“世界上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世界上也绝不可能存在两个

完全相同的案件。案例检索需要以相似性比较为基础，反映案例之间相似性关系的相似

度定义因而十分重要。如果相似度定义得不好，检索的结果就不理想，也就谈不上应用

的成功。

定义案例之间的相似度，判定两个案件究竟是否属于“同案”，需要考虑案例的情

境，即案例在事实特征方面的相似性。案例情境由许多属性（事实特征）组成，案例间

的相似度需要根据这些属性间的相似性来衡量。衡量方法是计算各属性之间的“距离”

(33)	 参见汤文宇、李玲娟：《CBR 方法中的案例表示和案例库的构造》，载《西安邮电学院学报》2006 年第 5 期，第 75 页。

(34)	 参见王永庆：《人工智能原理与方法》，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73-85 页。

(35)	 参见史忠植：《高级人工智能》，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37-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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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在此发挥了威力）。如果距离小，相似度就大；如果距离大，相似度就小。有了距离

的数值，就可以确定两个案例间的相似度。当然，在计算案例的相似度时，各属性对案例

整体上的相似度有不同影响而需要作适当加权调整，必须综合考虑案例所具有的各属性

整体上的相似性。(36)

在对有足够样本容量的案例库进行检索时，常常会找到相似度不等的多个案例。这

时候，相似度排序（ranking）非常重要。在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匹配成功的规则可能不止一条，此时，推理机必须调用冲突策略予以解决，以选出最合适

的规则来执行。这种策略称为“冲突消解”。(37) 如果存在多个候选案例，则依据某种度量

标准确定案例各属性的权重并对候选案例进行排序，得分最高的成为最佳案例，将作为

类比推理的先例来使用。

3. CBR 专家系统的底层逻辑：类比推理

显然，CBR 专家系统的底层逻辑是类比推理（在技术上表现为框架推理）。类比推

理是常用的一种经验性推理，它的基础即前述“相似性原理”。而在利用框架法等知识

表示方法提取案例的事实特征或者提取解决方案中的规则并将其适用于待解问题时，也

会运用到归纳推理、反向推理、当然推理、设证推理等。由于 CBR 法律专家系统利用的

是人类法律专家的经验，这些推理形式的强度和可信度以及推理整体上的有效性，仍然

需要根据法律逻辑的规则和标准判断衡量（前文所述法律逻辑的特征是这些规则和标

准的集中概括和反映）。

需要强调的是，CBR 专家系统是对人类专家经验的模拟，其设计离不开领域专家的

参与，如特征辨识、建立索引、相似度排序等，都必须借助领域专家的经验知识才能转化

为机器智能。而经验知识一般都带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易言之，经验的成功运用并

没有严格的保证。(38) 这意味着 CBR 专家系统的推理是一种不确定性推理，同样存在出错

可能。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设计良好的 CBR 法律专家系统所作的推理可以被认

可为法律上的“有效推理”。正如有学者所说，“相似问题具有相似解”只是一种启发

式方法，由此得到的解决方案并不精确，但正是由于容忍了这种不足，CBR 才发挥了其

独特的作用，并得以构建强大的基于知识的系统。(39) 在实际应用中，如果能事先对案例库

进行评估，检测其是否符合 CBR 基本假设（相似问题具有相似解），进而判断 CBR 方法

的适用性，可以大大降低开发和应用的风险。

（三）大数据分析：基于计算模型的推理

1. 新一代法律智能系统的兴起：机器学习和大数据的助力

早期，人工智能与法律的研究重点是使用人工智能方法识别出代表案件核心信息的

(36)	 常用的相似度计算方法有绝对值距离、欧氏距离等。法律人容易理解的相似性度量方法是“余弦定理”的运用。参

见前注 ㉟，史忠植书，第 126-130 页；吴军：《数学之美》，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27 页以下。

(37)	 参见前注 ⑱，史蒂芬·卢奇、丹尼·科佩克书，第 211-213 页。

(38)	 参见前注 ⑮，钟义信书，第 218 页。

(39)	 参见徐新：《基于案例驱动的数据结构课程教学方法研究》，载《计算机教育》2019 年第 3 期，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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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构成要件，建立基于规则和基于案例的法律推理专家系统。现今，这两种专家系统

在实践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这些经人类“填鸭式教学”（手工输入知识）而成

为“专家”的所谓的“智能系统”，特别是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由于其自身不具备自主

学习能力而始终面临着知识的瓶颈。(40) 从信息转换原理可知，没有知识就无法产生智能。

没有源源不断的新知识的支撑，专家系统的智能水平就只能原地踏步、停滞不前。

具有学习能力及自适应能力是智能的一个重要标志。虽然学习不是专家系统的主

要特征，但是如果需要，人们可以通过改进知识库或推理引擎来教授专家系统。也就是

说，通过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提升专家系统的能力。机器学习可以使机器自

动获得知识，从而获得更多的智能，使系统的性能得到改善。尽管机器学习从 20 世纪

80 年代才正式发展起来，但是其进步很快，特别是近些年来，有关深度神经网络（deep 

neural networks, DNN）的研究掀起了以“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为名的热潮。人工

智能技术借助深度学习实现了一个新飞跃。(41)

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新一代机器学习技术的进步，其突出成就是大大提高了计算机

分析处理数据的能力，人类社会从此迈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开启了一场重大的时

代变革。就像望远镜让我们能够感受宇宙，显微镜让我们能够观测微生物一样，大数据

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成为许多新发明和新服务的源泉。(42) 

大数据技术对法律智能系统的研发也产生了显著影响。例如，“206 系统”在 2017 年 6

月试运行时，所使用的上海刑事案件大数据资源库已汇集了 1695 万条数据，其中案例库

案例 9012 个、裁判文书库文书 1600 万篇、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库条文 948384 条。试运行

一年多后，该系统的 9 个数据库已包含 2800 万份数据资料。(43)

机器学习和大数据技术与传统的专家系统的结合，使得基于规则和基于案例的专

家系统都可以通过学习而实现能力升级。新一代智能系统往往同时采用多种技术路径。

如，可以通过使用训练好的神经网络模型分析数据获得知识，进而将知识转换成产生式

规则，提供给推理机在求解问题时使用。将多种智能技术结合起来的方法，最简单的是

所谓的“黑盒 / 细线”结构（Black-box/thin-wire），复杂一些的诸如神经网络的符号化

机制、“两院制结构”（Bicameral architecture）等等。(44)

2. 大数据分析过程中的建模与推理

大数据分析是从数据到信息，再到知识的关键步骤。大数据分析的过程大致可分为

六个阶段：（1）业务理解；（2）数据理解；（3）数据准备；（4）建模；（5）评估；（6）部

(40)	 CBR 专家系统已开始运用“类比学习”的机器学习技术。类比学习是通过比较目标案例与源案例的相似性，运用源

案例的求解方法解决目标案例中的问题。

(41)	 深度学习适合处理各种非结构化数据，如图像、视频、音频等；而一般的机器学习更适合处理结构化数据。

(42)	 参见［英］维克托·迈尔 - 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 页。

(43)	 参见前注 ①，崔亚东书，第 103 页。

(44)	 参见前注 ㉞，王永庆书，第 12 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中国法学 2022 年第 3 期

156

署。(45) 其中，建模最为关键。可以说，除了部署应用之外，其他环节都是围绕建模而展开。

这里的“建模”，简单地说，就是对现实世界数据特征的抽象。

著名统计学家伯克斯（George Box）有一句名言：“所有模型都是错的，但有些是有

用的。”(46) “所有模型都是错的”，盖因模型是对世界的简化，而简化难免造成某些重要信

息的丢失、遗漏，特别是把非线性问题简化为线性问题时，常常导致事实的扭曲和变形。

易言之，模型只是对真实世界的模拟，而不是对真实世界的复制，输出值可能与真实世界

中的实际值存在差异，因此我们不能期望模型尽善尽美。再者，运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得

出的推断结果，实际上是一种“预测”（prediction）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逻辑推理。大

数据分析的基本原理是，基于过去的数据建立的函数模型，在接收新的信息和输入后，会

得到对应的输出，这个输出值（函数值）是对业务场景中的缺失信息进行填补，或者说

是对未来的趋势进行预测。虽然大多数时候我们很难相信这是预测，但从本质上说，它

就是预测。(47) 申言之，与依靠知识表示和推理作出决策的专家系统不同，包括深度学习在

内的各种机器学习算法，都是基于过去的数据并利用某种归纳偏好（inductive bias）预

测未来的趋势。任何一个有效的机器学习算法必有其归纳偏好，否则，它将被假设空间

中看似在训练集上“等效”的假设所迷惑而无法产生确定的学习结果。通过训练样本

数据使计算机产生某种归纳偏好，可以产出它认为“正确”的模型和预测结果。(48) 实践

证明，大数据分析在很多业务场景中都有惊人的表现，也就是说，模型是有用的。

由于大数据分析可以帮助获取信息，找出海量数据背后隐藏的规律，甚至可以与传

统的法律专家系统相结合，在基于规则或基于案例的推理的基础上作出决策，因此，尽

管大数据分析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逻辑推理，但我们仍然可以按照前述数学家波利亚所谓

“合情推理”的观念，将这种对未来的预测方法称为“基于计算模型的推理”。阿什利教

授指出，大部分人工智能与法律研究的目标是开发法律推理的计算模型（computational 

models of legal reasoning），用于法律论证检索以及预测法律纠纷的结果。(49) 这一论断与新

一代法律智能系统的研究现状非常切合。以“206 系统”为例，其“类案推送”功能即

采用机器学习方式，通过深度神经网络自动抽取各类法律文书中的案件信息，构建深度

神经网络模型。该功能可根据案由、证据组成情况，运用智能搜索引擎，从海量刑事案件

信息资源库中查找最相似的案件进行自动推送，供办案人员参考。该系统的量刑参考功

能也基于同样的原理，建立量刑预测模型，为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并为法官量刑提供参

考，从而起到规范量刑、减少量刑偏差和量刑失衡的作用。

(45)	 参见王宏志：《大数据分析原理与实践》，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6 页。

(46)	 李舰、海恩：《统计之美：人工智能时代的科学思维》，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6 页。

(47)	 See Ajay Agrawal, Joshua Gans & Avi Goldfarb, Prediction Machines: The Simple Econom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8, p.105.

(48)	 参见周志华：《机器学习》，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6 页。

(49)	 参见前注 ㉒，凯文·D. 阿什利书，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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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数据分析的逻辑基础：复杂问题的初步分析

按照学界通行的定义，大数据（Big Data）泛指海量的数据集。由于大数据规模之

“大”，使得大数据分析不同于传统的统计推理，而近似于以“上帝视角”对事件整体作

全景观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推理是一种超越人类尺度的推理。海量数据背

后所反映的究竟是某种因果关系还是仅仅是一种相关性，就人类目前的认知能力而言，

往往难以确定。但从 AI 技术的角度看，大数据分析仍然是对人类智能的模拟，因此仍可

以按照人类的推理形式并以之为参照来分析大数据的“逻辑”。

（1）大数据分析属于归纳推理

如前所述，大数据分析通过训练样本数据使机器产生某种归纳偏好，进而产生“正

确”的模型和预测结果。由于大数据分析是基于归纳偏好对未来进行预测，因而可以视

之为归纳推理。尽管有人认为大数据的模式是全样本分析，(50) 但机器学习过程通常是基

于有限的样本训练集进行的，在数据准备阶段也常常需要数据清洗，因此，大数据分析的

另一个真相是：数据永远是从理论上无限的总体中抽取的有限样本。(51) 也就是说，大数

据分析绝大多数时候属于不完全归纳推理。这种推理推出的结论不具有必然性，属于非

必然性推理。不过，这与前述法律逻辑的特征（很多情况下属于非必然性推理）是并行

不悖的。

（2）大数据分析属于不确定性推理

传统的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由于使用领域专家的经验性知识而涉及不确定性推理

（CBR 专家系统也是如此）。与专家系统相比，大数据分析的预测性本质决定了其更偏向

于不确定性推理。不同的是，尽管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中有不确定性推理的成分，在提

炼专家经验形成规则时，既有确定性知识，也有不确定性知识，但在建立“if-then”规则

以后，推论基本上是确定的。而大数据分析的“归纳学习”（inductive learning）属性，意

味着其前提和结论都具有不确定性，推理时所用的知识不都是精确的，推出的结论也不

完全是肯定的。(52) 当然，由于法律推理是为法律决定的正当性提供理性基础的证明活动，

而并非像常规科学那样旨在探索唯一确定的答案，也就是说，法律推理要求的是“合情

推理”，因而，大数据分析的不确定性推理可以为法律逻辑所接受。

（3）大数据分析中的概率推理

不确定性源于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及事物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由于客观上存在的随

机性、模糊性以及信息的不完备性，导致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是不精确、不充分的。这

种认识上的不确定性反映到知识及由观察所获得的证据上，就分别形成了不确定性的知

识和不确定性的证据。处理不确定性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概率论的方法，另一种

是模糊逻辑的运用。

(50)	 参见前注 ㊷，维克托·迈尔 - 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书，第 37-43 页。

(51)	 ［美］朱迪亚·珀尔、达纳·麦肯齐：《为什么：关于因果关系的新科学》，江生、于华译，中信出版社 2019 年版，“导言：

思维胜于数据”，第 XXII 页。

(52)	 参见前注 ㊽，周志华书，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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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作出决策时经常运用到概率推理。(53) 法律领域也常常要处理

概率问题（法律领域的概率问题主要源于信息的不完备性而非随机性），例如刑事诉讼

的“排除合理怀疑”和民事诉讼的“盖然性规则”等。由于人类大脑使用的语言并不

是数学语言而是统计学语言，或者按照现代认知科学的说法，人脑信息处理的主要类型

是“多元变量统计”，(54) 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对概率的估算都是主观的而不是分析性

的。在法律实践中，法官对事件发生概率的推断即通过其“内心确信”而非通过数值计

算来完成。

与人脑对概率问题的“软计算”（模糊推断）不同，在 AI 领域，概率推理具有相对

严格、完善的理论基础和数学描述。1988 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计算机科学教授珀尔

（Judea Pearl）出版《智能系统的概率推理》一书，将贝叶斯网络（Bayesian networks）方

法引入 AI 领域。贝叶斯网络是让计算机得以在“灰色地带”进行思考的第一个工具，

较好地解决了因果推断（原因和结果之间的概率联系）问题。(55) 此后，概率论方法被广

泛用作度量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除了贝叶斯网络，人们在概率论的基础上又发展出其

他方法和理论，如可信度方法、证据理论（D-S 理论）、主观贝叶斯方法等等。特别是近

年来，随着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在获取事件的先验概率和条件概率的数据方面，减弱了

之前概率论方法受到的限制，大大拓展了概率推理的运用空间。

当然，概率论方法虽可表示和处理现实世界中的某些不确定性，在人工智能的不确

定性推理方面占有重要地位，但它并没有把引发不确定性的另一更重要、更普遍的原因，

即事物自身所具有的模糊性反映出来，也不能对客观存在的模糊性进行有效处理。对此，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教授扎德（Lotfi Zadeh）提出的模糊集合

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模糊逻辑弥补了这一缺憾。

（四）法律智能系统中的模糊推理和模糊逻辑 (56)

生活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非杨即墨，而是有许多模糊地带。世界中的模糊性普遍

存在。在法律实践中，也常常需要运用模糊判断。例如，处理“情节严重”“显失公平”“明

显不当”“主 / 次责任”等问题时，离不开模糊推理和模糊逻辑。以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

件为例，法官需要根据交通行政执法部门认定的“全责、主要责任、次要责任、同等责任、

无责任”五种情形之一确定具体的责任分担比例。其中，“全责、同等责任、无责任”比

较容易处理，而“主 / 次责任”因其语义的模糊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在解决此类问题时，

可根据责任双方涉及机动车、非机动车或行人的情况，将责任比例抽象为一个模糊集合

(53)	 有人将这种不确定情形下的理性决策理论概括为：决策理论＝概率理论 + 效用理论，即概率理论和效用理论的结合，

其中的“效用”表示决策主体的偏好。参见前注 ⑲，罗素、诺维格书，第 403 页。

(54)	 参见［美］史蒂芬·平克：《心智探奇：人类心智的起源与进化》，郝耀伟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16 页。

(55)	 See Judea Pearl, Probabilistic Reasoning in Intelligent Systems: Networks of Plausible Inference, 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 Inc., 1988；前注 ，朱迪亚·珀尔、达纳·麦肯齐书，“导言：思维胜于数据”，第 XXV 页。

(56)	 这里所讨论的“模糊推理”并不是在前三种法律智能系统产生之后才出现的推理方法，而是与前三种推理方法同步

发生、同时存在的，只是因为其特殊性需要单独列为第四种。目前，法学界对模糊推理和模糊逻辑的关注还远远不够，

法律逻辑学上甚至没有这两个术语。限于篇幅，在此仅提纲挈领予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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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7:3, 8:2, 9:1}，一个简单的四元素有限集，然后再根据个案的具体案情选择某种责任

分担比例并作适当调整（综合考虑受伤程度、违法情节、车辆投保、当事人履行能力等因

素）。这种过程性知识并不见诸任何成文法规范，在实践中却常常为法官所用（当然，大

多数法官并没有明确意识到其运用的是模糊推理和模糊逻辑）。

法律智能系统运用模糊逻辑模拟人类的这种模糊推理，以处理广泛的模糊性问题。

模拟的方式既可利用专家经验直接提炼模糊产生式规则，构建适用于专家系统的模糊推

理，也可以通过对海量法律文书的分析建立模糊推理模型，并以之为前提推导出一个近

似的模糊判断。在后一种模糊推理中，推理过程变成了函数计算，因而很适合在现有的

计算机上实现。(57) 简言之，模糊推理是将自然语言与模糊变量的计算融合起来，用语言变

量取代或者辅助数值变量，变量间的简单关系可以用模糊条件句（若 A，则 B）来刻画，

复杂关系则借助模糊算法描述和处理。(58)

“模糊逻辑之父”扎德曾经将模糊逻辑称为“词语计算”（CW-Computing with 

Words）和“软计算”。(59) 由于模糊逻辑是一种“近似”而非“精确”的推理方法，因此

非常适合于包括法律领域在内的涉及人文因素的复杂系统。在法律领域，信息和知识的

不确定性很多是由模糊性引起的（法条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俯拾皆是），这使得对

模糊推理的研究格外重要。自 1965 年扎德发表“模糊集合”的著名论文以来，(60) 模糊

推理和模糊逻辑的理论与技术，包括它们在法律智能系统中的应用，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当然，该领域还有许多尚待研究的问题，比如在模糊推理中建立隶属函数仍然属于比较

困难的工作。

综上，法律智能系统的推理可概括为前述四种基本的推理方法，每种方法涉及到的

具体推理形式相当复杂，特别是在处理不确定性问题时，推理的有效性需要运用概率理

论和模糊逻辑进行判断。这表明，法律智能系统运用的逻辑和推理，已经不能为现有的

法律逻辑学所涵盖。因而，相比较而言已显滞后的法律逻辑研究需要迎头赶上，在相关

领域进行拓展。

四、法律智能系统的说理：以“解释”替代“论证”

法谚云：“正义要实现，还要看得见。”逻辑合理性和程序合理性两个问题往往相互

交织在一起，逻辑合理性也需要以人们能够感知的方式予以呈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深化法治领域改革……要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

(57)	 参见何新贵：《模糊知识处理的理论与技术》（第 2 版），国防工业出版社 1998 年，第 387 页。

(58)	 参见前注 ④，雷英杰等书，第 116 页。

(59)	 1996—1997 年间，扎德开始将模糊逻辑称为“词语计算”和“软计算”，其一篇重要论文的标题即“模糊逻辑 = 词语

计算”；他还专门创办了学术期刊《软计算》。See Lotfi A. Zadeh, Fuzzy Logic = Computing with Words, IEEE Trans. On 

Fuzzy Systems, Vol.4:103, 103-111(1996); Lotfi A. Zadeh, What is Soft Computing, Soft Computing, Vol.1, Preface (1997).

(60)	 See Lotfi A. Zadeh, Fuzzy Sets,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Vol.8:338, 338-353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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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个目标”(61)。有关部门也一再强调，要加强行政决定和司

法裁判的论证说理。(62) 这些要求当然也应适用于智能系统作出的决定。智能系统的论证

说理水平直接影响其决定的可接受性。

（一）法律智能系统面临的论证困境与解决出路

各种各样的法律智能系统，其载体均为电子计算机。随着计算机在我们的生活中

变得无所不在，人们很快有了计算机无所不能的感觉。但令人失望的是，事实并非如我

们所想象。同任何工具一样，计算机也有能力上的局限。可计算性理论（computability 

theory）表明，世界上只有一部分问题，并且是一小部分问题，才能通过计算找到答案。(63) 

可计算性的限制为法律智能系统划定了能力边界。

人工智能（AI）概念的发明人麦卡锡曾经指出：“实现人类水平的机器智能是 AI 研

究的长期目标。”(64) 但是从当下来看，法律智能系统的研发和使用无法脱离 AI 技术的整

体发展水平，即使是理论上的可能性与技术上的可行性之间也存在巨大的鸿沟。迄今为

止，AI 技术在司法领域的运用还处于试验探索阶段，法律智能系统只能直接用于处理简

单案件。整体而言，法律人工智能的发展同预期目标还相距较远，只能作为司法和法律

服务的辅助系统，在有限的领域处理单项的推理任务或发挥其他较为初级的作用。

具体而言，只有允许事后听证与说理并提供救济与纠错程序的法律决定才适用智能

系统。需要严格按照对话式论证作出决定的场景，无法直接适用智能系统，这是人工智

能在法律领域可适用的限度。尽管有人声称阿什利开发的“海波系统”可以进行法律

论证，但实际情况是，该系统在检索相似案例的同时，仅能提供支持另一方当事人的反例

（如果有的话），以削弱相似案例的说服力，而非真正的展开对话式论证。关于这一点，阿

什利本人也明确承认：尽管有关论证的计算模型是人工智能法律研究的巅峰，但能够提

供法律从业者可以信任的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的智能系统还不存在。在现阶段，法律智

能系统能做的还只是“论证检索”或称“新型概念信息检索”，即为论证提供相关信息。

另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罗斯法律问答系统”（Ross Intelligence, 2015），虽然能使用自

然语言提供有关法律问题的简明答案，但尚不能帮助用户作出论证。(65)

概言之，法律智能系统在适用范围上存在限制。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技术

实现能力的不足，二是法律实践的特性之要求。

以司法裁判辅助系统为例，智能裁判系统并没有直接接触当事人，它处理的对象是

(61)	 习近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载《求是》2022 年第 4 期，

第 8 页。

(62)	 如，司法部 2017 年 9 月印发《司法行政系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实施意见》，强调办理行政处罚案

件时，推行全程说理式执法。最高人民法院 2018 年 6 月下发《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法

发〔2018〕10 号），要求裁判文书“阐明事理”“释明法理”“讲明情理”“讲究文理”。

(63)	 参见［美］罗伯特·塞奇威克、凯文·韦恩：《计算机科学导论：跨学科方法》，宫晓利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

第 415 页。

(64)	 参见前注 ㉟，史忠植书，第 1 页。

(65)	 参见前注 ㉒，凯文·D. 阿什利书，第 3、37、200、4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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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人员输入的信息。而且，由于智能裁判过程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的，这就使得整个

裁判是个“一次性”过程。在此过程中，裁判系统只能被动地接受和识别信息，而不能

与当事人进行互动筛选信息。(66) 这就违反了司法的“亲历性”特征。(67) 也就是说，直接

使用法律智能系统进行复杂案件的裁判，有违司法过程的原理。

从技术能力角度说，一旦涉及到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法律智能系统的短板就暴露

无遗。例如，海波系统及其升级版都没有考虑法律规则背后的目的和价值，这些早期的基

于案例的推理模型因不能进行目的论推理而受到诟病。法律智能系统无法处理“道义逻

辑”问题。尽管一直有人尝试对价值规范进行数值化处理，但这种努力至少就现阶段来

说是过高估计了计算机对那些不可计算问题的计算能力。此外，人工智能系统缺乏常识、

无法理解人类语言的真正涵义，这两个问题也构成法律论证计算机化的关键障碍。申言

之，即使在法律智能系统可处理范围内的案件，要求其像人类法官一样“阐明事理”“释

明法理”“讲明情理”“讲究文理”，这种高标准的法律论证在技术上也无法实现。

无疑，应当让人类和计算机去做那些他 / 它们各自所擅长的事情，而不是相反。应

当说，走出法律智能系统论证之困境的出路还是有的。那就是，根据现阶段人工智能的

能力范围，实事求是地将论证的要求“降维”成解释。论证是正式的说理；解释是非正

式的说理。(68) 易言之，对法律智能系统的论证要求，需要放弃对话式、商谈与论辩中说理

的方法和复杂的修辞方法，只要求对推理过程作出解释。因为，现阶段的法律智能系统

仅能对其推理过程予以说明，论辩的方法和修辞的方法都超出了其技术能力。对法律智

能系统来说，这些要求属于强“人”所难。

（二）法律智能系统的解释与方法

根据智能系统自身的解释能力以及解释过程是否需要人工介入，可以将解释分为两

类：机器的智能解释和用户的协同解释。

1. 机器的智能解释

一般来说，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能够“解释”它们是如何得出结论的。专家系统与

普通计算机程序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专家系统具有解释功能，它通常包括了一个

解释装置（解释器），由其负责解释专家系统的推理过程，并回答一些关于系统本身的问

题（如系统如何组织和管理知识等）。对专家系统来说，解释能力与知识表示和推理一

样必不可少。在设计环节，专家系统解释其推理路线的能力即被认为是一条重要的知识

工程原则。专家系统的解释能力已成为衡量系统智能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

解释工作与问题求解所用知识及求解过程密切相关，这是生成解释内容的基础。据

此，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需要解释的内容主要指向产生式规则的运作，包括知识库中的

启发性知识和综合数据库中认定的事实，以及从“If”到“Then”的推理过程。为了保

(66)	 参见罗维鹏：《人工智能裁判的问题归纳与前瞻》，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 年第 5 期，第 23 页。

(67)	 参见朱孝清： 《司法的亲历性》，载《中外法学》2015 年第 4 期，第 919 页。

(68)	 单从汉语说，论证可视作较为正式的说理，解释则是说明（事物的）含义、原因、理由等。参见陈嘉映：《说理》，华夏出

版社 2011 年版，第 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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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解释的有效性，需要确定合适的用户模型。也就是说，解释必须考虑用户的特殊性，以

满足不同用户的解释需求。利用用户模型可提供具有实际意义的解释。在确定用户模

型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用户的知识水平、交流目标、对话历史和用户爱好等。要提高

解释质量，还必须考虑解释方式和实现的方法。常见的解释方法有预制文本法、跟踪解

释法、新闻解释法、重构解释法、策略解释法等等。这些解释方法各有其优缺点，实践中

常常结合使用。

现有的研究表明，CBR 专家系统在解释能力上并不亚于，甚至在某些时候还明显优

于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的解释。CBR 专家系统可以利用案例天然具有的作为解释基础

的特性，帮助用户理解系统的推理过程。CBR 解决问题是基于案例间的相似性，这同时

也是系统生成解释的关键。最相似的案例可以作为解释的基础；在仅提供相似案例不能

使用户满意时，可借助“知识集装箱”（knowledge containers）技术，从词汇、相似性度量

和适应性知识（vocabulary, similarity measures and adaptation knowledge）等角度作出辅助

解释。毕竟，CBR 系统的设计虽然不需要深度的一般性知识，但知识密集型 CBR 系统

的应用日益广泛，加强科学、概念和认知等方面的知识解释也是一个发展趋势。(69)

对专家系统解释机制的研究很快扩展到其他类型的智能系统。运用大数据技术的

智能系统如何解释其分析和预测的结果呢？由于不存在一套通用的大数据解决方案，任

何行为、任何领域的大数据成功应用，都要针对具体的数据、具体的场景进行分析建模，

解释的方法因而多种多样。目前，在解释大数据分析结果时，常引入可视化技术。“一图

胜千言”，可视化技术用直观的图形方式显示尽可能多的信息，并将分析结果以肉眼可见

的方式予以展示，使用户更易理解和接受。(70)

需要指出的是，在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时，具有“黑箱”特征的深度神经网络

（DNN）等深度学习方法的可解释性较弱，目前只能作某些局部的、粗粒度的概括解释。(71) 

在此情况下，就需要由智能系统的用户参与到解释过程之中。

2. 用户的协同解释

从理论上说，智能系统的解释是对人类交流方式的模拟，其目标是达到一种无障碍

交流的自然解释，并最终实现超越人类解释的“智能解释”。不过，目前，机器的解释能

力是有限的。在很多场景中，对于智能系统所作的决定，离不开用户的协同解释。在协

同解释中，用户被视为智能系统当中机器之外的另一个“Agent”。让用户介入解释的生

成是必要的，需要改变用户在智能系统使用中的被动角色。在人机协同的合作关系中，

(69)	 See Thomas R. Roth-Berghofer, Explanations and Case-Based Reasoning: Foundational Issues, in: Advances in Case-Based 

Reasoning, ECCBR 2004.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Vol.3155:389, p.389-403. 

(70)	 参见前注 ㊻，李舰、海恩书，第 76-96、155 页。

(71)	 需要强调，深度学习方法并非完全不可解释，而是可解释性“较差”。自 2016 年以来，如何改善深度学习的可解释性，

已成为人工智能学界的热点问题。诸如基于可视化的可解释性研究、基于鲁棒性扰动测试的可解释性研究，都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进展。当然，深度学习的可解释性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点上有推进，面上待突破），

还有大量问题尚待解决。参见成科扬等：《深度学习可解释性研究进展》，载《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20 年第 6 期，第

1208-1217 页；化盈盈等：《深度学习模型可解释性的研究进展》，载《信息安全学报》2020 年第 3 期，第 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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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和用户都起着信息提供者和支持者的作用。

用户的协同解释首先表现为智能系统使用主体或管理主体的解释。关于解释的内

容，负有解释义务的主体应当遵循法律决定说理的一般要求，即遵守说理的黄金圈规则

（3W 规则）。除了阐明法律决定“是什么”（what），还应当对“为什么”（why）以及“如

何作出的”（how）予以解释。其中，“why”和“how”是解释的核心问题，这两者亦分

别对应法律问题和技术问题的解释。对技术问题的解释，即智能系统是如何作出决定的，

如果不能详细说明其推理过程（例如使用了深度神经网络的机器学习技术），至少应当

作出局部解释和粗粒度的概括解释，而不能不提供任何理由。不难理解，一个附具“理

由”（reason）的法律决定才是合理的（reasonable）可接受的决定。

需要指出的是，还有一种因使用法律智能系统引发的需要相关人员作出“反常解

释”的解释，即运用法律智能系统从事监督审查时涉及的对象需要对其可疑行为进行解

释。最典型的当属“案件审判质量评估系统”。这种智能系统是利用海量案件折射的法

官的集体经验和智慧来规范个别法官的个案裁量，以防止畸轻畸重或枉法行为。系统利

用大数据对案件进行偏离度分析，当某案件裁判的偏离度超过设定阈值时，主审法官需

要对裁判结果提供合理的解释。(72)

五、结语：法律智能系统的未来

目前，新一代人工智能系统已广泛采用混合智能技术路径。混合智能系统要取得用

户的信赖并被用户接受，就必须有易解释、多层次、相兼容的解释器或解释系统。在大多

数情况下，用户很少知道也很少关心系统使用的是产生式规则还是深度神经网络或者其

他模型。他们仅仅想知道结果是如何得出的，并希望以一种可理解、友好型的方式为其

提供有益的信息。有鉴于此，新一代法律智能系统的推理过程及其运行逻辑，是本文努

力探索并尝试梳理清楚的核心问题。

在研制法律智能系统时，在模拟人类的法律推理并借助机器实现自动化推理的过程

中，AI 技术专家对法律推理的独特理解，的确可以为法学研究提供某些方法论上的启

示。(73) 特别是，在法律实践中，虽然模糊推理广泛存在，但现有的法律逻辑学鲜有论及。

这意味着，智能系统所运用的推理方法可以帮助法律人跳出传统的研究视野和思维定

式，运用跨学科视角重新审视法律逻辑，这必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智能系统的研发水平。

法律智能系统的研发需要“三结合”，即需要法律实务专家、法律逻辑学家和技术专

家的密切合作。智能系统的构建需要借助法律实务专家的经验知识，由知识工程师、技

术专家将其转化为产生式规则或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建模。在这个将知识有效组织、关

(72)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技术装备”重点专项 （司法专题任务）要求的裁判结果偏离度为“低

于 10%”。参见《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与技术装备重点专项（司法专题任务）2018

年度第一批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国科发资〔2018〕9 号文附件。

(73)	 参见张保生：《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法理学思考》，载《法学评论》2001 年第 5 期，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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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起来从而产生机器智能的过程中，离不开法律逻辑学家的参与。尽管在当下的研发过

程中，法律专家（法官、检察官等）同时扮演着法律实务专家和法律逻辑学家的角色，但

从长远来看，专业法律逻辑学家的介入更有助于提升智能系统的研发水平。我们有理由

相信，一个有技术专家、法律实务专家和法律逻辑学家共同参与而设计良好的智能系统，

能够成为人类法律专家集体智慧的“化身”，可以超越任何单个人类法律专家，成为可信

赖的法律智能系统。

法律智能系统的发展方向是“人机结合”或“人机协同”。人类和计算机在解决问

题时各有所长。在推理过程中，人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能力非机器所能及，但人的

记忆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和准确性又比不上机器。在展开说理时，人类将“情理法”结

合起来的能力，机器能否学习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习得，还存在未知数。维纳曾言：

“人有人的用处。”(74) 在可预见的将来，智能系统不会取代法律人，而大概率会走向“法律

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的发展路径。因为，人机结合发挥协同作用，将会大幅度提升人和

机器各自的价值与能力。或许，真如某些未来学家所言，人机结合既是人工智能的未来，

也是人类进化的方向。

Abstract: The rationality of the operation logic of the legal intelligence systems is the basis 
for obtaining the trust of the parties and the public, and also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legitimacy 
and acceptability of their decisions. The logical basis of the traditional rule-based expert 
system is deductive reasoning.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he case-based reasoning expert system 
is analogical reasoning. The intelligent systems using big data technology can be attributed 
to ‘reasoning based on computational models’. In dealing with widespread fuzzy problems, 
intelligent systems are applied to fuzzy reasoning and fuzzy logic. Since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telligent systems mostly adopt hybrid technology paths, the above reasoning methods can 
coexist simultaneously.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value selection and value judgment are the 
weakness of computer ability at the present stage, intelligent systems cannot develop reasonable 
and compatible arguments like human beings, and the solution is to lower the complex 
requirements of arguments to informal interpretation. It can be reasonably predicted tha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legal intelligence system is ‘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责任编辑：强梅梅）

(74)	 ［美］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陈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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